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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影响渠道及作用机制研究   
刘俸奇 
（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本文构建了包含基础设施投资、产能利用率与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模
拟了“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基础设施产能利用率经济增长”两种渠道下基础设施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了基建规模、投资效率两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主要结论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发挥正外部性实现了对经济增长的直
接贡献；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提高产能利用率，发挥了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促进作用。此外，
在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所形成的网络效应使得其在经
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渐发挥，而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门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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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对于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而言，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在需求侧，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一部分和社会的先行资本，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
“加速器”，能够直接促进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在供给侧，作为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物
品，基础设施是企业生产的“润滑剂”，不仅可以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且能够降
低生产成本并实现规模经济。特别是，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较大的
下行压力，基础设施投资已经成为政府实现经济缓中趋稳的重要抓手。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部分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和供需失衡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5）。国家统计局测算数据和中国企业
家调查系统数据显示，2013 年我国产能利用率仅为 78.6%①，19 个制造业行业产能利用率
低于 79%，7 个行业产能利用率还在 70%以下②，并且过剩多集中于钢铁、水泥和电解铝
等原材料工业。上述行业产品正是基础设施投资所需要的原材料，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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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宝滨：中国投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国家统计局网站，网址：http://www.stats.gov.cn/。 
②“我国产能利用率为 78.7%产能过剩问题仍突出”，经济日报，2014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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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可以增大对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市场需求，是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
方式和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的有效途径。 
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在“稳增长、调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与产能
过剩缓解的双重目标，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基础设施规模不断扩大。2015 年末，
我国公路总里程为 457.73 万公里，居世界第一。2016 年 9 月，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数
突破 2 万公里，占世界的比例超过 60%。① 虽然中国基础设施总量建设成绩斐然，但是人
均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例如，2014 年美国人均铁路公里数是中国的
15 倍，2015 年美国每百人所拥有的电话线路数、固定宽带互联网数分别是我国的 2.3 倍和
1.7 倍。② 因此，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很大空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未来一段时
期内仍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直接影响效应与间接溢出效应
两者综合的结果（Moreno 等，2000）。一方面，很多文献基于传统的计量经济学回归方法
估计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资本品”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Roller 和 Waverman（2001）
运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数据的研究表明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正
向影响，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用中国各省份数据验证了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对全要素
生产率进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中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
响显著为正。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公共品”还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外部性。国内外相关研
究如刘生龙和胡鞍钢（2011）探讨了基础设施对区域间经济的影响，认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
善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进而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张学良（2012）、张
光南等（2013）、刘志红和王利辉（2017）研究发现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
应十分显著；Li 和 Chen（2013）研究认为，完善基础设施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并产生成本节
约收益；王小鲁和樊纲（2005）、Duggal 等（2007）、Cosar 和 Demir（2016）则认为基础设
施影响经济的间接途径有促进要素流动、改善机会不平等以及实现社会外部收益等。 
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虽然得到了实证检验的支持（李平等，2011），
但实际上，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关系，采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
建模时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Straub，2011），很多学者尝试采用工具变量法和联立方程
模型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构建动态宏观经济一般均衡模型是研究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
关系的更好选择。娄洪（2004）、Agenor（2010）运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基础设施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使经济从低水平增长路径转移到较高水平增长
路径上。Chatterjee 和 Morshed（2011）、Chatterjee 和 Turnovsky（2012）在一般均衡框架
下通过数值模拟的研究认为基础设施能够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政府和私人提供的基础设
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 
综合上述文献可得，有关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拓展
空间：（1）在基础设施投资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研究中，产能利用问题往往被忽视，实际
上，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改善产能利用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是其正外部性发挥的一个重要方
面；（2）中国经济增长中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拥挤性是否存在，上述特征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程度如何，目前相关研究和关注较少；（3）投资效率不高、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低是
                                                        
①“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 2 万公里”，新华网，新华每日电讯，2016 年 9 月 11 日，第 1 版。 
②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和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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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另一重要问题，模拟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利用效率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机制对于实现高质量的基建投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基础设施投资、产能利用率与经济增长纳入到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研究了
“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基础设施产能利用率经济增长”两种渠道下的基础设施投
资效应，分析了基础设施规模效应、投资效率两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为提高
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提供政策参考。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
分构建了包含基础设施、产能利用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第三部分研究了基础设施投
资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第四部分分析了基础设施规模效应扩大、
投资效率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为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构建 
基于 Agenor（2010）、Chatterjee 和 Morshed（2011）的研究，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基
础设施、产能利用率和经济增长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主要设置企业、代表性家庭
和政府三个部门。基础设施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和居民的消费行为均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
响，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一）模型设定 
1、企业 
基础设施是企业生产的投入要素之一，具有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本
文将基础设施资本 Kg,t 加入到企业的生产函数中。与国内外文献中通用的设定形式一致，
本文假设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    1, ,t t p t g t tY A u K K L       （1） 
其中，除基础设施外，企业还通过租借私人资本 Kp,t、雇佣劳动力 Lt生产最终产品 Yt，
A 为全要素生产率；考虑到当前阶段中国私人资本利用效率偏低的特点，本文在生产函数
中加入了产能利用率 ut；基础设施发挥效果的重要渠道为充分利用各类基础设施的互补关
系，形成基础设施配套网络，例如，Fernald（1999）研究发现美国基本的州际公路网络完
成后才能得到高额的投资收益，考虑到我国基础设施人均存量水平较低和区域发展不平衡
等特征，本文在生产函数中加入了基建的规模效应 θ； 和 为生产函数中的份额参数。 
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   , ,1t y t t t t pk t p tY w L r K        （2） 
其中，πt 为生产厂商的利润，τy 为政府向企业征税的税率，wt 为劳动力的工资，rt 为
资本的利息，δpk,t为私人资本的折旧率，资本总成本 Rt为利息 rt与折旧率 δpk,t之和。① 
参考 Chatterjee 和 Morshed（2011）的研究，本文设定私人资本折旧率 δpk,t与其产能利
用率 ut相关，具体形式为： 
  , , 1tpk t t uu

    （3） 
其中，η 为私人资本产能利用率对折旧率影响的弹性系数，当产能利用率不变时，η
                                                        
① 需要说明的是，与传统的企业利润函数不同，由于企业还需要决定产能利用率这一变量以实现其利润
最大化目标，而私人资本折旧率是产能利用率的函数，所以在利润函数中加入了折旧率这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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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私人资本折旧率越小。并且，当私人资本利用率提高时，不仅会使得折旧率变大，
还能够加速资本折旧，即满足 δ'pk（u）>0，δ''pk（u）>0。 
企业通过选择私人资本、劳动力和产能利用率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将利润最大
化函数求导，可以得到一阶条件： 
  ,
,
1 tt t pk t y
p t
YR r
K
       （4） 
  1 (1 ) tt y
t
Yw
L
       （5） 
  
1/
,
1 tt y
p t
Yu
K

      
 （6） 
2、代表性家庭 
传统的代表性家庭效用函数中主要包括消费 Ct和闲暇（1-Lt）两个变量，实际上基础
设施也能增进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原因在于：一方面，基础设施质量提升能够改善居民的
健康状况和受教育水平，还有利于城镇化水平提高，降低贫困人口数量，所以基础设施具
有福利效应；另一方面，基础设施能够提高消费和闲暇体验，间接提高人们的效用水平，
良好的基础设施如互联网普及、交通运输网密度增大可以在人们消费时提供便利，而基础
设施不足则限制了家庭的消费意愿（冉光和和李涛，2017）。因此，本文将基础设施也加
入到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中，具体函数形式如式（7）所示。 
    1,
1
Max ln 1 ln 1t t g t t
t
C K L     

          （7） 
其中，γ 为贴现因子，ω 衡量基础设施相对于消费的权重，ρ 为消费与基础设施之间的
替代弹性，χ 为闲暇的重要程度。 
私人资本的动态累积方程为： 
  , 1 , , ,[1 ]p t pk t pk t t p tK I u K     （8） 
其中，Ipk,t为私人投资。 
代表性家庭的预算约束如式（9）所示。 
 , ,t pk t t t t p t t tC I w L R K T      （9） 
其中，Tt为政府对代表性家庭的转移支付。 
在预算约束下，代表性家庭通过选择每期的消费、储蓄和劳动，使终生福利最大化，
因此，可以构造代表性家庭最优化问题的拉格朗日函数如式（10）所示。 
 
   
 
1
,
1
, , , , 1
ln 1 ln 1
1
t g t tt
t
t t t t p t t t pk t p t p t
C K L
L
w L R K T C K 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其中，λt为影子价格。 
求解代表性家庭的拉格朗日函数式（10），得到一阶条件为： 
  
1
,
0
1
t
t
t g t
C
C K

 
  

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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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1 1 , 11 0t tt t pk t tR              （12） 
  1 (1 )1 tt yt t
Y
L L
         （13） 
3、政府部门 
由于基础设施具有正外部性，中国经济中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份额还相
对较小。特别是，我国财政分权体系的设置，以及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追求，促使其
有动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张军等，2007）。因此，不失一般性地，本文假定基
础设施由政府提供，设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支出为 GI,t，政府部门的预算平衡方程为： 
 ,y t I t tY G T    （14） 
为简便起见，暂时不考虑政府的其他支出，假设基础设施投资占政府收入比例为 vI，
政府转移支付占政府收入比例为 vT，并满足 vI+vT=1，结合式（14）可得： 
 ,I t I y tG v Y  （15） 
 t T y tT v Y  （16） 
在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的效率损失，参照固定资产投资与资本形成之差
的设置方式，本文在基础设施投资方程中引入投资效率，如式（17）所示： 
 , ,g t I tI G  （17） 
其中，φ 为基础设施投资效率。 
综合式（15）和（17）可得，实际基础设施投资占政府收入的比例 κI 为： 
 I Iv   （18） 
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会对私人资本产生一定影响，例如减少私人资本的磨损程度，
延长私人资本的使用寿命等，为了表述两类资本之间的关系，体现基础设施的正外部性，
在引入基础设施投资占比 κI 后，本文将式（3）中私人资本产能利用率对折旧率影响的弹
性系数 η 设定为 κI 的函数，即 ηt（κI），并使得：η'（κI）>0，η''（κI）<0。① 
与私人资本类似，基础设施资本的动态累积方程为： 
  , 1 , ,1g t g t g g tK I K     （19） 
其中，δg为基础设施资本的折旧率，为简化起见，与私人资本折旧率不同，本文假定
其为外生参数。 
此外，在模型设定中还需要添加市场出清条件，如式（20）所示。 
 , ,t t kp t I tY C I G    （20） 
（二）参数校准 
在上述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结合中国实际数据进行参数校准，充分体现基础设施
影响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定量价值，具体而言： 
1、生产函数估算 
本文选取了中国 30 个省份（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西藏和港澳台除外）
                                                        
① 本文证明了在基础设施存量与投资效率变化时，基础设施存量 KI=φvIτY/δ g 与实际基础设施投资占政
府收入比例 κI 始终是同方向变化的，为了简化起见，设定为 η 为 κI 的函数，而不是 KI 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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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4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下标 i 代表省份（i=1, 2,…, 30），t 代表年份（t =2003, 
2004…, 2014），对式（1）两边取对数可得： 
  , ,ln ln ln ln ln 1 lnit it p it it g it it itY A K u K L               （21） 
为与金戈（2016）的估计结果作比较，本文将上式改写为人均形式： 
 , ,ln ln ln ln lnit it p it it g it ity A k u k          （22） 
其中，产出（Yit）和劳动力（Lit）数据来自于 EPS 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中国宏观
经济数据库》和《中国劳动经济数据库》；私人资本（Kp,it）和基础设施资本（Kg,it）经“永
续盘存法”得到，① 数据来自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库》，其中私人资本折旧率和基
础设施折旧率采用金戈（2016）的计算结果，分别为 9.73%、9.21%，这与理论模型中折
旧率的参数取值一致；省级产能利用率（uit）数据来自韩国高和胡文明（2017）的计算结
果。根据式（22）可知，设定的理论模型对计量模型施加了一个约束条件，所以本文采用
受约束最小二乘法估计，式（22）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 
参数 lnkp,it lnuit lnkg,it 常数项 年度效应 R2 
本文估计结果 0.464
*** 
（26.56）
0.464*** 
（26.56）
0.127*** 
（5.31） 
0.005 
（0.04） 是 0.884 
金戈（2016）估计结果 0.600
*** 
（15.17） —— 
0.128***
（4. 86）
2.80*** 
（8.14） 是 0.997 
注：***表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中为各参数的估计值，括号内为 t 统计值；金戈（2016）
估计的生产函数中不包含产能利用率。 
根据本文的回归结果，得到私人资本、基础设施和劳动力对产出的弹性系数分别为
0.464、0.127 和 0.409。通过与金戈（2016）的估计结果对比，可以发现本文的基础设施对
产出的弹性系数较为合理。另外，本文估计得到的私人资本对产出的弹性系数低于金戈
（2016）的估算结果，可能是考虑产能利用因素后，私人资本的边际报酬有所下降。 
2、私人资本产能利用率对折旧率的弹性系数 
基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商业景气调查内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指标和中国私人资
本折旧率，根据式（3）得到私人资本产能利用率对折旧率的弹性系数为 4.71。而 Chatterjee 
and Morshed（2011）在其文献内设定为 2，说明了较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产能提高促进资本
折旧的加速程度更大。 
3、基础设施投资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 
基础设施投资占比方面，范庆泉等（2015）和胡李鹏等（2016）估算了基建支出占
GDP 的比重，其中胡李鹏等（2016）计算得到 2014 年基础设施投资占 GDP 的比重约为
0.1，在此基础上，本文估算得到 2014 年基础设施投资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0.67，但
是以上研究的基建统计口径存在一定差异。鉴于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本文采用 2017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础设施投资统计数据 14 万亿作为基础设施投资额，结合我国当年
                                                        
① 本文中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和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经济性基础设施投资，私人资本投资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基础设
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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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估算得到基础设施投资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0.8。① 
4、其它参数校准 
本文结合国内外文献参数取值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其它参数校准：在投资效率方面，
Hurlin（2006）估计得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效率一般在 0.4 至 0.6 之间，近年来我国政府全
面深化改革，建立监察委员会廉政反腐，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投资效率有所提高，
本文设置我国投资效率参数值为 0.8；在规模效应方面，研究表明规模效应取值不会改变
模型的稳健性，所以不失一般性本文取值为 0.8。在政府税率方面，本文借鉴李春吉和孟
晓宏（2006）的校准数值，本文设定为 0.15；此外结合国内外其他文献，消费与基础设施
之间的替代弹性为 1.5，对代表性家庭的效用而言，消费比基建重要得多，因而消费相对
于基础设施的权重系数取值为 0.7。 
最后，本文将理论模型的模拟值与 2017 年中国实际数据（产能利用率、资本产出比、
基础设施与私人资本比）作比较，② 以验证模型的解释力，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理论模型模拟值与实际值的比较 
 产能利用率 资本产出比 基础设施私人资本比 
模拟值 79% 4.181 0.332 
实际值（2017） 77% 3.989 0.313 
误差百分比 2.5% 4.6% 5.7% 
 
通过对比发现，理论模型模拟值与实际值差距较小，表明本文参数校准后的理论模型
具有较高的解释力。 
三、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分析 
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与本文中理论模型的设定可得，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可以通过两种渠道实现：一是直接途径“基础设施经济增长”，二是间接途径“基
础设施产能利用率经济增长”，在这一部分，本文将分别进行上述两种渠道的研究。 
（一）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为了研究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路径，这里假定实际基础设施投资不会引起产
能利用率的变化，即暂时设定私人资本产能利用率对折旧率影响的弹性系数 η 为常数，不
是实际基础设施投资占政府收入比例 κI 的函数，在这一设定的基础上，基于理论模型得到： 
  
1
1 / 1
1pk
u
 

    
 （23） 
式（23）表明，在直接渠道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影响产能利用率变化，基于该假定，根
据理论模型就可以模拟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如图 1 所示。 
                                                        
① 2017 年基础设施投资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② 之所以选择中国 2017 年数据作为对比是因为其值较接近中国经济数据的稳态值。其中，产能利用率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资本产出比、基础设施私人资本比数据经作者计算得到。另外，产
能利用率、资本产出比和基础设施私人资本比为后文主要模拟的变量，所以用其与实际值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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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占政府收入的比重逐渐提高，产出水平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在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等作用下，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量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下降。基础设施投资符合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一般规律，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增
长的直接影响中既能发挥积极作用，也受到一定的制约，具体的理论依据与现实解释为： 
1、基础设施的“乘数效应”与正外部性 
基础设施本身作为一项投资，一方面能够直接促进基础设施资本积累，如图 2 所示，
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基础设施资本形成额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快速增长和占比不高阶
段，基建投资能够对私人资本产生挤入效应，带动了私人资本的投入，两类资本的累积对
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一种，基础设施投资的
增长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能够有效增加社会总需求。 
图1  基础设施投资对产出的直接影响 图 2  基础设施投资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基础设施还是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中间要素。如前所述，
在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商品流动性等，更为
重要的是，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够增加私人资本积累，而且还可以延缓私人资本边际报酬
递减的速度，因此基础设施具有正外部性。为了验证这一关系的存在性，本文模拟了基础
设施投资对资本边际产出的影响，如表 3 所示： 
表 3  基础设施投资变化对资本边际产出的影响 
基础设施投资占比 vI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私人资本边际产出 0.166 0.166 0.166 0.166 0.166 0.166 0.166 0.166 
基础设施边际产出 0.975 0.487 0.324 0.244 0.195 0.162 0.139 0.122 
 
表 3 显示，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加大，私人资本边际产出的减少量微乎其微，换言之，
私人资本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因此，可以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所发挥
的正外部性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私人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这与娄洪（2004）研究的
结论一致。“用脚投票”的私人资本、人力资本会不断流向基础设施更为丰裕的地区，进
而产生资本的集聚效应与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此外，资本和人才流入的同时也会带来知
识溢出与技术溢出，出现“市场稠密效应”（张光南等，2013）。 
2、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与拥挤性 
表 3 显示，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其边际产出呈现了典型的下降趋势，与私人资
0.0
0.5
1.0
1.5
2.0
0% 20% 40% 60% 80% 100%
资
本
基础设施投资占比
基础设施资本
私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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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同，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特征十分明显。虽然基础设施投资延缓了私人资本
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但是由于直接投资导致基础设施不断积累，基础设施的潜在效率及
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逐渐下降。本文模拟了基础设施投资上升时，经济中资本产出比
的图形，如图 3 所示。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增加，资本产出比不断升高，并且增长速度没有
出现下降的特征。逐渐提高的资本产出比意味着要获得同样的产出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
因而验证了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此外，通过数值模拟结果，结合表 3 和图 3
可得，当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较高的基础设施投资很难再通过“乘数效应”
影响资本累积促进经济发展，此时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持久。 
需要说明的是，表 3 中的结果显示，基础设施的边际产出大于私人资本的边际产出，
如果资本是自由流动的，则私人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的边际产出相等时，才能实现经济产
出最大化，由于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设置了准入限制，所以两类资本的边际产出不相
等，因此本文在理论模型中也没有设定两类资本之间自由流动的机制。并且，基础设施对
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复杂的，基础设施边际产出高并不意味继续投资基础设施还会产生
高产出（Hulten，1996），特别是基础设施作为准公共物品，除了具有外部性特征之外，还
会呈现出一定的排他性，并且其作用的发挥还受到拥挤程度的影响。 
图 3  基础设施投资上升对资本产出比的影响 图 4  基础设施投资上升对拥挤性的影响 
  
在拥挤性的设定方面，娄洪（2004）采用基础设施与私人资本的比例表示基础设施的
拥挤度，其值越大表示拥挤性越小。类似地，Agenor（2010）构建了基础设施和私人资本
之比拥挤性的分段函数，随着其值增大，基础设施的拥挤程度变小。借鉴上述研究，本文
通过数值模拟得到基础设施拥挤性的图形，如图 4 所示。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占比的上升，
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基础设施的拥挤程度越来越小，在中国现实经济中，基础设施投资增
速一般也快于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因而拥挤性逐渐降低，这一点与现实相符合。 
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的不同阶段，拥挤性程度的下降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差异化的影
响，在基础设施投资初期，基础设施存量很低、使用效率极高，表现出十分拥挤的状态，
拥挤性程度下降能够缓解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随着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增加和拥挤性不断
降低，到达一定阶段之后，基础设施会对私人资本产生挤出作用，尤其是在大规模基建投
资下，挤出效应更加明显。另外，基础设施不再是限制经济增长的瓶颈，继续进行基建投
资反而会出现资源闲置状况，造成资源配置失衡和产出水平下降。 
如前所述，除了“基础设施经济增长”这一直接影响渠道之外，基础设施还能够沿
着“基础设施产能利用率经济增长”的渠道，通过影响产能利用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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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间接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间接影响渠道进行分析，并与直接影响渠道进行对比。 
（二）基础设施通过产能利用率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分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5）研究指出，我国产能利用中存在着周期性过剩、
绝对过剩和结构性过剩三大问题，产能过剩矛盾蕴含巨大经济风险，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高
度不利影响，因此，研究基础设施通过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十分重要。本文
模拟了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变动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如图 5 所示。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
资的增加有效提高了产能利用率。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同时化解产能过剩，首
先，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钢材、水泥和电解铝等，对上游产能过剩行业的原材料产生
了大量的引致需求，提高了相关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化解了产能绝对过剩；其次，如前所
述，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减少设备故障，降低私人资本折旧率，从而减少每单位私人资本
的运行成本，提高了产能利用率。 
图 5  基础设施投资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图 6  提高产能利用率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进一步地，本文将产能利用率暂时设定为外生的，模拟了产能利用率对经济产出影响
的结果，列于图 6。随着产能利用率的提升，经济中的产出水平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
势。原因在于：设备投入增长与生产能力提高不仅能够直接扩大产出规模，在提高资本利
用率的基础上，还可以吸引新建投资和扩建投资增加，加速私人资本的积累，进而通过投
资乘数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传导作用；其次，在产能利用率相对较低时，扩大产能所带来的
收益增加远高于资本的折旧成本，当产能利
用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后，继续增加产能带来
的边际收益已经开始下降，且产能提高所带
来的收益增长难以弥补加速的资本折旧，图
6 显示，过高的产能利用会对经济增长产生
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 
综合图 5 与图 6 中基础设施投资对产能
利用率的影响和产能增加对于经济产出的
影响两个阶段的结果，可以模拟得到基础设
施促进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如图 7 所示。
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间
接促进作用也十分显著，并且间接效应持续增强。 
图 7  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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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总效应研究 
将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加总，可以得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
影响的总效应，如图 8 所示。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占比的上升，产出持续增加后趋于稳定或
略微下降。并且，图 8 显示，基础设施对经
济产出影响的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在基
础设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中，直接效应占
主导地位。 
此外，由图 8 可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
长影响的总效应与直接效应之间的“剪刀差”
不断扩大，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边际
收益递减规律作用下基础设施直接效应增长
速度减缓的特征比较明显，而基础设施完善
对于改进产能利用水平、优化资本质量的间
接效应持续显现，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投资比
较高时，缓中趋稳的间接效应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直接效应的下降趋势，使得基础设施
对于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保持稳定。 
四、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中具有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很多关系到基础设施投资效
果的因素，这些因素对于基础设施在产出增长中作用的发挥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其中基
础设施的规模效应和投资效率尤为关键。在规模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规模大且投
资不可分的特点，即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必须进行一次性的大规模投资，多次、少量的
分散投资往往无效；在效率方面，投资效率与经济系统中资金的利用程度、基础设施资本
形成的速度，进而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和质量都有着紧密关联，本文将分别论述基础设
施规模效应和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基础设施规模效应与经济增长 
基于理论模型模拟，可以得到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效应与产出的关系如图 9。随着基础
设施投资的持续增长，规模效应对于经济产出始终具有正向影响，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
因在于基础设施的网络性。 
如本文理论模型中设定规模效应参数时所述，在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较小时，基础设施
的使用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在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各
类基础设施相互促进、互联互通，所形成的网络效应使得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渐发挥
并迅速扩大，图 9 显示，曲面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特征。 
基础设施网络效应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发挥的另一机制是加速资本深化。在图 10 中，
本文对比了不同规模效应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时的资本深化水平，以进一步验证规模效应
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关系。由图 10 可得，当基础设施规模效应由 0.3 到 0.9 逐渐增强时，
出现了更快速度和更高水平的资本深化，因而获得了更多的经济产出。 
图 8  基础设施占比上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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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基础设施规模效应对产出影响 图 10  基础设施规模效应对资本深化的影响 
 
（二）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 
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受到折旧率、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在政府行政管理水平相对较低且
基建投资寻租空间很大的情形下，我国基础设施资本的折旧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偏高，导致
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偏低。在图 11 中，本文模拟了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
系。图 11 显示，在基础设施投资水平较低时，随着投资效率改善，产出水平会一直上升；
在基础设施投资水平较高时，投资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反而使得产出水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下降趋势，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出现了“门槛效应”。 
图 11  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产出影响 图 12  投资效率变化对资源损失的影响 
 
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提高对于经济产出的促进作用易于理解，投资效率的提高会改善
基础设施资本水平，促进私人资本的使用、提高投入要素的产出，进而实现经济增长，较
高投资效率和较大基建规模对应的产出水平更高。随着基建投资的快速增长和资本的持续
累积，过高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下，基础设施的拥挤性程度很低，经济中资源闲置和浪费
问题突出。在图 12 中，本文模拟了不同基础设施投资下，投资效率变化对资源损失量的
影响①。资源损失量定义为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实际到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之间的差
                                                        
① 根据理论模型中式（15）和式（17）计算可得，基础设施投资中资源的损失量为(1-φ)vIτ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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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其与投资效率呈负向关系，与基础设施投资占比、经济产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图 12 显示，随着基础设施投资比重的提高，资源损失的绝对量不断增加，投资效率
的提高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资源损失，但是并没有改变其基本的变动趋势。特别是
在高基础设施投资下，经济中的资源损失很多，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产出已经很小，
效率增进对于经济增长中基础设施投资作用提升的贡献十分有限，最终导致经济中的产出
水平下降。 
基础设施高占比情形下会产生更多资源损失量的典型例子是，“标尺竞争”使得我国地
方政府不断提高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同时政府监督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质量、建设进度等成本
也会不断上升。另外，政府代理理论中也指出公共支出领域存在政府代理成本，公共支出并
不是越大越好，在其超过一定限度后，会出现高昂的政治成本，此时进一步提升投资效率的
成本较高、难度很大且效果不明显，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属于公共支出，也符合这一特征。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基础设施投资、产能利用率与经济增长纳入到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模拟了
两种渠道下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了基础设施规模、投资效率两种因素对
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得出主要结论为： 
在“基础设施经济增长”直接影响渠道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不仅能够直接促进资
本积累，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有效增加社会总需求。与此同时，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所发挥
的正外部性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私人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在“基础设施产能利用
率经济增长”间接影响渠道中，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通过提高上游行业的引致需求等多
种途径有效提高了产能利用率，实现了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促进作用。 
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和投资效率关系到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效果。其中，随
着基础设施投资的持续增长，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所形成的网络效应使得其在经济增长
中的作用逐渐发挥。随着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效率的提高会改善基础设施资本
水平、促进私人资本的使用并促进经济增长，但在过高的基础设施投资下，经济中的资源
损失更多，效率增进对于基础设施投资作用提升的贡献十分有限，最终导致经济中的产出
水平下降。 
扩大基础设施规模，是稳定经济增长与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基础设施投
资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政府财政的约束，基建投资增长的资金来源往往不足，因此，推进
公私合营模式，真正对民间资本“敞开大门”，降低基础设施领域社会资本的准入门槛，
是实现基础设施资本快速累积的最佳选择。引入社会资本除了能够缓解财政压力之外，还
能够促进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促使基础设施在供给过程中真正反映需求，进而避
免重复建设和无效投资，优化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并提高基础设施资本质量。 
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提升是发挥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抓手”，效率增进依赖
于基建投资领域制度的深化改革，一方面，应在广泛调研市场需求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完
善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民主听证会制度，健全基础设施投资的评估制度，从基建投资的
全过程保证建设的合理性和实用性；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应充分引入竞争机
制和责任机制，降低地方政府的寻租空间和政治型交易费用，减少政府监督的成本，进一
步释放基建投资效率提高的潜力，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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